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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对不平等研究的贡献 *

——科睿唯安“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

岳希明　张  玄
岳希明  张玄

摘要：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凭借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研究共同被授予 2023 年度科睿唯安

“引文桂冠”经济学奖，预测他们可能问鼎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在经济不平等问题上的开

创性研究不仅为该领域提供了海量的数据支持和深刻的理论见解，更对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

了重大影响，极大地推进了人们对不平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本文旨在概述皮凯蒂、赛斯和祖克

曼的主要研究成就，重点归纳他们在不平等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包括不平等数据库的建立、不平

等的长期演变趋势分析、不平等演变的成因及其影响机制，以及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方法与应对策

略等；同时，也将这些贡献与其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分析，以明确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内容，在

突出其原创性的同时，讨论其研究的潜在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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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

（Gabriel Zucman）均是著名的法国学者。皮凯蒂 1971 年 5 月 7 日生于法国克利希，1990 年获得巴黎

高等师范学院（ENS）数学硕士学位，1993 年获得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和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LSE）的博士学位。赛斯 1972 年 11 月 26 日生于西班牙，拥有法国和美国双重国籍，分别于 1994
年和 1996 年获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数学学士和经济学硕士学位，1999 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

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求学期间，皮凯蒂和赛斯在罗歇·盖内里（Roger Guesnerie）
的指导下分别撰写了关于财富再分配和对收入征税的论文，并且两人在 1995 年就开始合作研究不

平等问题。祖克曼 1986 年 10 月 30 日生于巴黎，2005 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2008 年获得巴

黎经济学院（PSE，前身为 ENS 应用理论经济学系）硕士学位，2013 年在皮凯蒂的指导下撰写了关于

世界财富分配的论文后获得巴黎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们在职业生涯中有许多交集，皮凯蒂

毕业后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助理教授，1995 年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2000 年成为社

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2006 年成为巴黎经济学院创始院长并任教至今。赛斯毕业后在 1999-
2002 年间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助理教授，2002 年起在伯克利加州大学（UC Berkeley）任教，并在 2010-
2023年间担任该校公平增长中心（Center for Equitable Growth）的主任。2010年，皮凯蒂、赛斯和安东

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等人在巴黎经济学院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支持下共同创办了世界不

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简称 WIL）和世界顶层收入数据库（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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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WTID），旨在促进对全球不平等动态的研究。祖克曼毕业后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从事博士后研

究，一年后成为该校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助理教授，2015 年成为世界不平等实验室的联合主任，

并 与 皮 凯 蒂 和 赛 斯 一 起 将 世 界 顶 层 收 入 数 据 库 发 展 为 世 界 不 平 等 数 据 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简称 WID）。2023 年，祖克曼获得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经济学院的终身教授职位，

并和赛斯共同担任伯克利加州大学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研究中心（Stone Center on Wealth and Income 
Inequality）主任。

皮凯蒂以研究不平等而闻名，他深入探讨了经济增长、收入与财富分配及政治冲突的关系，强调

了政治制度、社会及政府在收入和财富分配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所做的关于财富再分配的博

士论文获得了法国经济学会年度最佳论文奖，并分别于 2002 年和 2013 年获得法国最佳青年经济学

家奖和欧洲经济学会授予的优秀中青年经济学家奖（Yrjö Jahnsson Award）。赛斯的研究主要关注

最优税收理论、财富再分配和不平等问题。他撰写了多篇关于最优税收和转移支付理论的文章，讨

论财富与收入不平等、资本收益税和退休金计划问题。在最优税收理论方面，他开发了使用弹性来

衡量税收的行为反应和模拟最优税收的方法，研究在税收可能降低劳动力供给的情况下，如何设计

最理想的所得税制度（Saez，1999，2001； Gruber & Saez，2002）。2009 年，赛斯因其在财富和收入不

平等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被授予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10 年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2019 年又

获得了约翰·冯·诺伊曼奖。祖克曼的研究重点是全球财富积累与分配、避税和逃税的经济影响，并

关注家庭财富不平等的衡量和决定因素、财富税对家庭储蓄的影响、避税天堂和税收竞争在跨国公

司利润转移中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衡量避税天堂财富的方法，并利用泄露的离岸金融机构文件（如

巴拿马文件和瑞士汇丰私人银行数据）及税收特赦数据估算避税天堂财富，为研究逃税的重要性提

供了有力证据。2018 年，祖克曼因其在避税和逃税及其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贡献获得法国最佳青年

经济学家奖，2023 年因在财富不平等和避税研究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被授予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在有关不平等问题及税收政策对不平等影响的研究方面进行了长期合

作，他们就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历史演变及如何运用税收政策解决不平等问题共同撰写了多篇有影响

力的论文和著作，推动了对全球不平等动态的研究，并且他们常因其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与左翼政

治立场一致而被认为是左翼经济学家，所提倡的改革措施也被视为激进的方案，一些媒体甚至称其

为极左经济学家，并对其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的可靠性及实际可行性提出质疑。虽然他们似乎从未

公开宣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但皮凯蒂曾多次公开支持左翼政党的成员，甚至曾担任法国社会党总统

候选人和英国工党领袖的经济顾问。尽管如此，他们在不平等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仍旧不容忽视，

尤其是他们通过分析长期历史税收数据，成功地使不平等问题得到学术界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为

利用税收数据研究不平等奠定了基础。总体来说，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在不平等研究领域的主要

贡献包括：推动不平等数据库建设和发展；使用税收数据分析多个国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长期变

化趋势，探索不平等演变的驱动因素；提出通过税收政策解决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的具体方案；推

广使用国民账户数据分析不平等的方法，强调避税行为对不平等的影响。

二、收入和财富分配数据库的建设和发展

皮凯蒂曾表示，他们的一系列关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研究旨在通过系统化方法，整合国民账

户、住户调查及税收历史数据等多种数据源，以便建立一个在国际上可比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数据

集（Piketty，2007）。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和阿特金森关于

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研究成果。在 20 世纪中叶之前，关于收入与财富分配的研究主要依赖于对历

史资料的分析。库兹涅茨及其合作者在《高收入阶层在收入和储蓄中的占比》（Kuznets & Jenks，
1953）著作中创建了一个关于美国国民收入和财富的系统性数据，并首次将其与联邦所得税数据结

合，形成了第一个年度收入分配的历史数据系列。阿特金森及其合作者利用 20 世纪第一个 10 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英国遗嘱记录数据，构建了财富分配的历史数据系列，深入探讨了经济、社会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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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力量对财富分配趋势的影响（Atkinson & Harrison，1978）。阿特金森也是皮凯蒂和赛斯的重要合

作者，被皮凯蒂誉为收入和财富分配历史研究的教父，为皮凯蒂在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研究提供

了巨大的帮助和指导，也为其影响深远的作品《21 世纪资本论》提供了关键支持，两人还曾一起把关

于收入分配动态的研究成果、核心方法和多种观点整合成两部重要著作（Atkinson & Piketty，2007，
2010）。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建立和发展得益于阿特金森、皮凯蒂、赛斯等人的共同努力。2011 年和

2013 年，阿特金森、皮凯蒂和赛斯使用所得税数据为 20 多个国家或地区构建了长期最高收入份额

（前 10% 和前 1%）的时间序列数据集（Atkinson， Piketty & Saez，2011；Alvaredo， Atkinson，Piketty 
& Saez，2013），并于 2011 年构建世界顶层收入数据库以提供各国高收入份额的数据，该数据库于

2015 年 12 月被纳入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此后，世界不平等数据库不断扩大时间覆盖面和地理覆盖

面（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并开始提供关于财富分配的信息（Piketty & Zucman，2014）。

2016-2019 年间，针对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分配式国民账户系列数据逐步建立，

世界不平等数据库利用与国民账户一致的收入和财富概念提供收入和财富分配情况的年度估计数，

包括不同百分位的收入份额、财富份额以及劳动收入分配和按性别划分的收入分配的相关指标。

相较于以往的数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通过系统地整合多个来源的数据提供了时间跨度更长、

范围更广、更为可靠的全球收入和财富份额的数据。赛斯曾指出，以往关于不平等的数据存在至少

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最大的弱点在于时间跨度较短，而收入与财富的结构变化通常需要较长时间

才能显现；其次，缺少国际一致性和可比性；最后，早期数据未能区分总收入不平等中的劳动收入和

资本收入部分，这两者的分配机制可能截然不同，不能仅通过总收入来分析（Saze，2017）。世界不

平等数据库的核心创新性在于它通过系统化的原则使用数据，可以实现国家之间长时间段的收入与

财富分布的比较分析，是现有的关于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收入和财富分配历史演变最广泛的数据

库，祖克曼还在其中引入了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数据以解决跨境资产和离岸财富等问题（Zucman，
2013，2014）。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官网展示了如何综合国民账户数据、家庭调查数据、税务数据、

历史行政记录和非官方记录来估算几个世纪以来财富分配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为用户提供指导

和帮助。

需要注意的是，鉴于许多国家缺乏恰当的数据来源，在综合利用多种数据来源时会遇到诸多挑

战。例如，基于税收数据的收入信息排除了免税收入和不纳税个体的收入，且不同国家对纳税单位

的定义（以家庭还是个人作为纳税单位）也存在差异；大部分国家的住户调查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或

之后开始定期进行的，而这些调查往往是隔一段时间而不是每年进行。此外，住户调查数据可能存

在较大的抽样误差。显然，世界不平等数据库还存在一些显著的不足。尽管如此，世界不平等数据

库通过使用统一的数据源和估算方法对所有国家或地区进行分析，成功地对不同阶层的收入和财富

份额变化进行精确追踪，这为深入了解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提供了极有价值的

支持。

三、不平等的长期变动路径

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在实证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是通过使用长时期的历史数据，对全球多个国

家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历史演进进行了深入的度量和分析。从李嘉图和马克思时代起，收入分配就

已成为经济学争论的焦点，但在皮凯蒂之前，鲜有研究者利用长期数据或历史比较法来探讨收入与财

富分配的长期趋势（Piketty，2007）。尽管库兹涅茨及其合作者在 20世纪 50年代早期已经利用历史数

据分析了美国各社会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比的变化（Kuznets & Jenks，1953），但使用的仅是 1914-
1945 年间的短期数据。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有关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演变的研究在时间和地理范围

上扩展和深化了库兹涅茨的工作（Piketty，2007），并得到了和库兹涅茨不同的研究结论。

（一）收入不平等的演变轨迹：U型还是“倒 U”型

库兹涅茨基于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中期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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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收入份额的数据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倒 U”型假说（Kuznets，1955）。该假说认为：随着经济的

持续发展，不平等程度将先增后减，最终稳定在一个社会可接受的水平。但皮凯蒂认为，库兹涅茨所

描述的高收入份额下降趋势在二战后就停止了，收入不平等的减少是在一个特殊且混乱的环境中发

生的，进而对库兹涅茨的“倒 U”型假说提出了质疑（Piketty，2007）。在《21 世纪资本论》（Piketty，
2014）中，皮凯蒂通过分析多个国家的 18-21 世纪的长期历史数据后指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

多数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提高，并且预测未来不平等可能会持续扩大。因此，与库兹涅茨不

同，皮凯蒂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不平等不会自发减少。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动态演变，皮凯蒂

最先通过对法国所得税和遗产税数据的深入分析，揭示了法国高收入者的收入份额在 20 世纪整体

上遵循 U 型的变动轨迹。皮凯蒂指出，法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 20 世纪初较高，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有所下降，1950-1960 年间开始反弹，然后通过实施最低工资政策，不平等程度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然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不平等再次扩大（Piketty，2001）。此后，阿特金森、皮凯蒂和赛斯等将类似

研究扩展至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就美国而言，皮凯蒂和赛斯发现，前 10% 的收入份额在 20 世纪

初至 1955 年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1950-1970 年间相对稳定，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放松和实施

私有化政策后，前 10% 的收入份额急剧上升，整体呈 U 型（Piketty & Saez，2003）。类似地，中国、印

度、南非、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哥伦比亚等新兴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的演变轨迹也呈 U 型（Piketty 
& Banerjee，2005；Piketty，2014）。皮凯蒂据此指出，多数国家的最高收入份额在 20 世纪遵循的是 U
型而非“倒 U”型的变动轨迹（Piketty，2014）。

（二）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阿特金森、皮凯蒂和赛斯对 22 个国家或地区顶层收入份额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发

现，这些国家顶层收入份额在 20 世纪呈现出不同程度的 U 型变化趋势。根据最高 1% 收入份额的历

史演变相似程度，这些国家可以被分为四组：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英

语国家的最高 1% 收入份额的变化呈现明显的 U 型，法国、德国、荷兰、瑞士等中欧大陆国家以及日本

为 L 型，挪威、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和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介于 U 型和 L 型之间，中

国、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显著，但总体呈 U/L 型（Atkinson， 
Piketty & Saez，2011）。皮凯蒂和赛斯进而指出，不同国家之间收入不平等的演变轨迹存在显著差

异，特别是在劳动与资本收入分配的变化上更为突出。库兹涅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劳动收入，但劳动

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分配机制截然不同，前者受技术供需、劳动力市场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后者则与资

本积累、信贷限制、遗产税制等因素相关（Piketty & Saez，2003；Piketty，2014）。因此，分析劳动和资

本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及其在总收入不平等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皮凯蒂指出，20 世纪许多国家顶层资

本收入的下降是不平等下降的主要原因（Piketty，2001）。以法国为例，尽管 20 世纪整体不平等有所

下降，但工资不平等长期内几乎未变，不平等的减少主要是由于资本及其收益遭受了冲击，战后实施

的高额累进税导致受战争影响的大额资本未能恢复，又使得 21 世纪初法国最高 1% 收入群体的主要

收入来源由资本收入转向高薪劳动收入（Piketty，2014）。至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不平等的回升，美

国主要由高额工资（尤其是高管薪酬）的显著性增长驱动，印度与美国相似，而欧洲国家则不然，高额

资本收入在欧洲国家的顶层收入中仍然占主导地位（Piketty & Banerjee，2005；Piketty，2007）。

（三）公平的劳动收入和不公平的劳动收入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很多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劳动收入不平等加剧是不平等反弹的关键

（Piketty & Saez，2003）。但并非所有不平等都是不公平的，辛勤工作的人相对于那些选择更多休闲

的同等技能人士而言获得更高收入是公平的，而通过社会上的非生产性活动（例如寻租）获得高收入

则是不公平的（Piketty & Saez，2013b）。皮凯蒂和赛斯等认为，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公平性问题可以

从市场机制和制度机制两个视角进行分析：市场机制将劳动视为一种商品，其工资由供需关系决定，

反映了生产率的差异，这与精英主义的公平观念相符，只要劳动收入差距反映了生产率的差异，那么

这种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而制度机制视角认为，薪酬是通过讨价还价决定的，可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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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包括劳动力市场法规、工会、税收和转移政策以及更普遍的关于薪酬不平等的社会规范等多种制

度的影响，与生产率差异可能完全不同，如果薪酬差异源于议价能力，那么某些群体（如高层管理人

员）的收益可能以牺牲其他群体（如普通工人）的利益为代价，这种薪酬不平等的公平性难以保证，因

此，这部分超高的劳动收入应当受到关注和质疑（Piketty， Saez & Stantcheva，2014；Saze，2017）。皮

凯蒂通过分析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美国薪酬的决定机制发现，大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通过讨价还价

机制获得的超高薪酬是美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通常由与其背景相似的

薪酬委员会决定，薪酬委员会有提高薪酬的动机，20 世纪 70 年代末最高边际所得税率的显著下降进

一步激励了通过讨价还价获得高额薪酬的动机（Piketty，2014）。

（四）财富不平等的演变轨迹

在研究不平等时，财富不平等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财富产生的资本收入（包括利息、股息和租

金）虽在个人总收入中占比较小，但在收入分配的顶端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相较于劳动收入数

据，财富数据往往更难以收集和分析。阿特金森及其合作者创新性地通过资本化方法，利用遗产税、

资 本 收 入 和 住 户 调 查 数 据 对 1922-1972 年 间 英 国 财 富 分 配 的 演 变 进 行 了 研 究（Atkinson & 
Harrison，1974，1978）。资本化技术将税务记录里的各类资本收入与家庭资产负债表中相应的财富

种类相匹配，对每种财富使用家庭总财富与相应资本收入总和的比率作为资本化系数，据此估算财

富。赛斯和祖克曼应用此技术估算 1913 年以来美国财富的分配情况发现，20 世纪初美国财富集中

度很高，但 1929-1978 年间逐步降低，1978 年后又持续上升，2012 年最富有 0.1% 的财富份额（22%）

几乎恢复到了 1929 年的水平（Saze & Zucman，2016）。皮凯蒂最初关注法国私人财富的长期变动，

通过分析国民收入和财富账户以及遗产税数据发现，法国财富集中度在 1870-1913 年间显著上升，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下降，1950-1980 年间逐渐回升，1980 年后快速增长（Piketty，2011）。后来，皮凯

蒂与祖克曼合作，借鉴阿特金森等的方法和数据将研究拓展到更多国家和时期，通过比较不同国家

的财富收入比、财富集中度和继承份额的变化发现，1910-2010 年间这些国家的财富不平等呈现 U
型变化趋势，且财富不平等的这种演变主要受外部冲击（如战争）影响（Piketty & Zucman，2014）。

2019 年，皮凯蒂及其合作者研究印度的财富不平等时也发现，印度富裕阶层的财富在 20 世纪 90 年代

末尚不足国民收入的 2%，但到 21 世纪初已升至 27%（Chancel & Piketty，2019）。由此可见，很多国

家财富分配的历史动态演变同收入分配类似，遵循 U 型演变轨迹。

（五）财富收入比、遗产规模与财富不平等

在研究财富分配时，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关注财富收入比和遗产规模对财富不平等的作用。

财富通常高度集中，因此高财富收入比通常意味着财富分配的不均。近年来，世界各国的财富收入

比稳步上升，正在逐渐回归至 18-19 世纪欧洲国家的高峰水平（600%~700%）（Piketty，2014）。财

富集中和差距的扩大不仅取决于财富是通过继承还是储蓄积累的，还取决于经济增长率（g）和财富

净回报率（r，亦称资本回报率或资本收益率，皮凯蒂在不同的语境下对“r”的表述略有差异，但基本

含义都围绕资本回报率这一核心概念，反映资本的盈利能力和增值速度），其中经济增长率由人口增

长率和生产率决定。理论上，财富和遗产的规模及其集中程度与经济增长率成反比，与财富净回报

率成正比，当财富净回报率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时，继承者只需将少量财产收入用于储蓄和再投资，

便能确保财产持续增长，实现财富再生。在此过程中，家庭背景对财富积累起着决定性作用，导致财

富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或家族，财富分配趋向固化（Piketty，2014）。针对这一问题，皮凯蒂、赛斯和祖

克曼还提出了引入财富税对财富分配进行调控的政策建议（Piketty，2014；Saez & Zucman，2019a）。

时间序列数据和跨国比较的证据表明，财富收入比、财富集中度和遗产份额在经济增长率较低或财

富净回报率较高时趋于较高的稳态值，且两者差距的扩大会加剧稳态的财富不平等。理论上，遗产

规模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稳态水平，但由于经济增长率较低且正在不断下降，而全球资本回报率较高，

财富分化的可能性很大（Piketty & Zucman，2014；Alvaredo， Atkinson，Piketty & Saez，2013）。根据

皮凯蒂估计，假设年增长率为 1%，资本回报率为 5%，到 2100 年继承财富将占私人财富总额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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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高点，若无政策变动，财富将更集中，遗产的继承者将在财富分配顶端占主

导地位（Piketty，2014）。

遗产规模及其变动在不同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国家的遗产占总财

富积累的比例极高，1914-1945 年间资本遭受冲击后下跌，1945 年后又大幅上升，2000-2010 年间

约为 50%~60%（并且还在持续上升）；美国的遗产占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低于欧洲国家，但在大

致同一时期迅速上升，尽管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受到冲击，但所受冲击远不如欧

洲，因此到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遗产份额开始超过欧洲国家；而在欧洲内部，法国和德国的遗产占

总财富份额的变化呈现明显的 U 型趋势，英国的情况则更接近美国（Piketty，2014）。遗产规模及其

变动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可能源于养老金制度和财富转移偏好的差异，或是财富调查数据低估了

遗产收入等因素导致（Piketty，2011），也可能源于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财富积累总量在国家

间的巨大差异（Piketty & Zucman，2014）。财富积累总量的差异可以通过长期财富积累公式 β=s/g
进行解释，其中 β 是财富收入比，s是储蓄率，g 是经济增长率。长期而言，在相同的储蓄率下，经济增

长率越低则积累的财富越多，这不仅有助于解释遗产规模长期变化的原因，还能阐释欧洲国家与美

国在遗产份额上的差异（Piketty，2011；Piketty & Zucman，2014）。皮凯蒂和祖克曼通过将财富积累

分解为储蓄效应（储蓄带来的积累财富）和价格效应（资产价格增长带来的财富积累）进行研究发现，

欧洲国家财富收入比战后的回升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逐步取消战后实施的一系列反资本政策导致的

资产价格的回升，以及生产率和人口增长的放缓，而美国的财富收入比较低，主要是美国的人口增长

率较高所致（Piketty & Zucman，2014）。他们还指出，由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的减缓以及资本的国

际竞争加剧，财富收入比和财富不平等扩大的趋势可能在 21 世纪持续下去（Piketty & Zucman，
2014）。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结合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又会扩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当

资本回报率持续远高于经济增长率时（例如，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 r=4%~5%，g=1%~2%），历史

积累和继承的财富对财富积累和终身不平等有显著影响。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财富集中度激增

的部分原因就是储蓄率随财富增加大幅上升，而中产阶级储蓄率下降，储蓄不均将初步的收入不均

放大为巨大的财富不均，从而增强了财产继承在私人财富积累中的作用（Saze & Zucman，2016）。

（六）全球不平等的发展趋势

全球视角下，尽管多数国家的内部不平等正在恶化，但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大型新兴经济体的

快速发展有可能缓解全球不平等（Piketty，2014）。为深入理解全球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动态，世界

不平等实验室定期发布《世界不平等报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2018 年的报告揭示了自 20 世

纪 80 年代起全球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并且指出，无论是 2000 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还是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未能扭转这一趋势，新兴国家的增长虽然有助于缩小国与国之间的不平

等，但不能解决国内不平等加剧的问题（Alvaredo， Chancel， Piketty， Saez & Zucman，2018）。2022
年的报告则表明全球财富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更为严重，并探讨了不同经济增长分配模式（经济增

长成果在不同收入百分位的分配）对全球不平等未来走向的影响：若各国继续按照 1980 年以来的模

式分配经济增长成果，全球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解决不平等扩大的问题需要更公平的分配方式

（Chancel， Piketty， Saez & Zucman，2022）。  

四、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动态演变的决定机制

在《21 世纪资本论》（Piketty，2014）中，皮凯蒂提出资本主义第三法则：在经济长期低迷时，资本

的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率，从而使得“食利者”通过少量再投资就能确保其财富和资本收入的增长速

度超过劳动收入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依靠劳动收入的人群在收入增长和财富积累方面难以赶超资

本所有者，资本家在财富积累和新增收入分配上占据优势，久而久之，资本所有者不仅将主导财富和

收入分配，还可能主导整个社会结构。这是皮凯蒂收入分配思想的核心观点，与库兹涅茨和马克思

等人的分配思想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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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趋同和分化力量

皮凯蒂指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受到促进平等（趋同）和加剧不平等（分化）力量的交替影响，这

些力量在不同国家和时期各不相同，导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无一定规律的变化趋势（Piketty，2014）。

理论上，知识传播和技能训练是趋同的关键因素，但趋同的力量可能被其他的力量阻挠和破坏，从而

导致更严重的不平等。例如，如果没有足够的培训机会，经济增长可能会让一部分人受益，同时对另

一部分人造成伤害。在经济增长缓慢但资本回报率较高的情况下，导致分化的因素往往比促进平等

的因素影响更为显著，这是长期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Piketty，2014）。影响不平

等的主要因素还包括：税收政策（最高税率与最高税前收入份额常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

场议价能力（管理层可能通过谈判增加薪酬而牺牲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资本收入的波动（财富收

入比随时间推移呈现显著的 U 型路径，这表明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似乎正重新上升）、劳动收入与资本

收入之间的关联（一方面，劳动收入可以用于积累财富，薪酬较高的人员更有能力积累财富；另一方

面，家庭财富可能对劳动收入产生影响，家庭财富可能为获得高薪工作提供机会）等（Alvaredo， 
Atkinson，Piketty & Saez，2013）。

（二）资本主义三大基本法则

在《21世纪资本论》（Piketty，2014）中，皮凯蒂提出了资本主义三大基本法则。第一法则：α=r×β，
表明国民收入中的资本收益份额（α）等于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股息、租金和其他资本收入占总收入

的百分比）与资本收入比 β（资本存量和该年国民收入的比值）的乘积。第二法则：β=s/g，表明资本收

入比在长期中取决于储蓄率（s）和国民收入增长率（g），进一步可以得到 α=r×s/g。这两个法则阐明

了国民收入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配。α=r×β是一个会计恒等式，β=s/g则是一种理论上的均衡状

态，不能解释资本收入比可能遭受的短期冲击，但可以表明除去冲击和危机的影响后，资本收入比长期

收敛的潜在均衡水平（Piketty，2014）。资本收益份额的变化取决于资本收入比和资本回报率的相对变

化，资本回报率受技术进步和资本存量的影响。根据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资本存量增加（资本收入比

上升）会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此时的关键问题在于当资本收入比上升时资本回报率减少的程度，如果

资本收入比上升对资本收益份额的正面影响未被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所完全抵消，则资本收益份额最终

会增加。资本收入比和资本回报率的相对变化反映的是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如果弹性大于 1，则
资本收入比上升的幅度将超过资本回报率下降的幅度，资本收益份额将随资本收入比的上升而提高，

反之亦然，若弹性等于 1，则资本回报率递减的幅度恰好等于资本收入比递增的比例，资本收益份额不

变。皮凯蒂根据历史数据估计，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介于 1.3~1.6，这表明资本收益份额将随资本

收入比的上升而上升，进而导致资本集中度提高和财富差异扩大（Piketty，2014）。第三法则：r>g，即
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这是皮凯蒂分配理论的核心。皮凯蒂指出，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

率是许多国家在世界大战前长期面临极端财富不平等的关键原因。资本回报率与资本积累直接相

关，如果资本收入被完全用于再投资，资本回报率就成为资本或财富的增长率。资本收益率大于经

济增长率意味着财富积累速度超过国民收入增速，即使没有劳动收入，仅凭过往积累的资本再投资，

也能实现财富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速，从而导致财富不平等的加剧（Piketty，2014）。由于国民收

入主要由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构成，且后者往往占比较大（发达国家的历史数据显示，劳动收入份额

在 2/3~3/4 之间），g 代表了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增长率。因此，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也反映出

资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上升而劳动份额下降（Piketty，2014）。第三法则是皮凯蒂基于历史数据的

估计和推断，从全球来看，在一战前夕的大多数国家都成立，并且 21 世纪可能依然成立。皮凯蒂预

测，21 世纪（尤其是后半期）将是经济低速增长的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2012-2050 年间约为 2.5%，2050-2070 年间约为 1.5%，2070-2100 年间约为 1.2%。与此相比，资

本收益率将维持在 4%~4.5%，远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但资本遭遇的冲击（战争、经

济大萧条等）及调控劳资关系的公共政策（最低工资制、累进所得税等）都有可能改变这一情况

（Piketty，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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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形成不平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皮凯蒂强调，不平等的加剧并非如大多数经济模型所预设的全球化或技术变革的必然结果。由

于政策的不同，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相近的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亦有所差异（Piketty，2014）。最富

有的 10% 人口所占收入份额的增长与各国的政策调整密切相关，收入与财富的分配受到政治因素

的深远影响（Alvaredo， Atkinson，Piketty & Saez，2013）。以中国为例，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曾接近北

欧国家，但现在逐渐趋近于美国，虽然中美两国最富有 10% 人口的收入增速均超过宏观经济增速，

但中国底层 50% 的人口也显著受益于经济增长（Piketty，Yang & Zucman，2019）。中国和俄罗斯都

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转型后两国的收入不平等均有所加剧，但中国的情况相对温

和，这反映了两国不同的转型策略。相对于俄罗斯采取的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采取的渐进式改

革限制了收入集中度的上升。此外，尽管两国的经济增长均未均等分配，但中国显著提高了最贫困

人口的生活水平，而俄罗斯 1991 年后的增长大部分被高收入群体占据，这种显著受到政治体制调整

影响的不平等模式表明，不平等的加剧受到政治选择的影响，而非不可避免（Alvaredo， Chancel， 
Saez & Zucman， 2018）。

（四）不平等思想的比较

皮凯蒂同库兹涅茨和马克思的分配思想存在显著差异。库兹涅茨认为，在工业化初期，劳动力

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会加剧不平等，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平等将降至可接受的水平，这可归

因于几个因素：政府为缓解公众对不平等的不满而采取的立法和政治干预措施，例如，征收遗产税和

通过法律手段降低长期资产利率；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的更新换代，如果高收入阶层的后代未能将资

产投向新兴产业，则其资产的长期收益率可能低于新投资者；高收入者的劳动收入增速不及低收入

者，因为维持高额劳动收入需要个人能力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这较为困难，且高收入者在行业间流

动以提高收入的机会面临限制；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加使得更多劳动力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流入高收

入部门，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受益，缓解了收入不平等（Kuznets，1955）。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

论述指出，资本家通过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从而不断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不

断得到积累和集中，同时资本有机构成得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加剧了对劳动力的相对需求

减少，形成的相对过剩人口又有利于促进资本的进一步积累。相对过剩人口为资本家提供了廉价的

劳动力，使他们能够压低工资，造成大规模失业和剥削程度的加深。对于劳资双方来说，资本积累的

结果截然不同：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则是贫困的积累。马克思还提出了利润率下降规律：利润

率与剩余价值成正比，与资本有机构成成反比，随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导致剩余价值率下降，进而使得利润率下降，利润率的下降必然引发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最终导致

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①皮凯蒂批评库兹涅茨的观点是基于短期历史数据分析所做出的假设，指出

不平等的降低主要是由外部冲击和制度因素引起的（Piketty，2014）。对于马克思的观点，皮凯蒂认

为尽管缺乏统计数据支持，且未考虑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可能对资本集中的缓解，但仍对资本积累

导致的问题有警示意义：资本虽然可能并不会无限制地积累，但促使资本集中和财富差距扩大的力

量远强于遏制财富集中的力量，在没有战争和财富税等强烈外来干预的情况下，资本收入比将不断

上升，资本集中与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也将不断加剧（Piketty，2014）。

皮凯蒂和库兹涅茨研究结论的不一致主要源于他们使用的数据范围和时期的差异。库兹涅茨

依据的是美国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期的短期数据，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导致其结论的局限性，相比之

下，皮凯蒂等人的研究基于更长时间跨度、更多国家的数据，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需要注意的是，

无论是库兹涅茨的“倒 U”型假说还是皮凯蒂的 U 型趋势都是对经济现象的观察和假设，并非不变的

规律。皮凯蒂强调，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及其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可以通过资本管制政策、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72-7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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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关系政策等多种政策手段进行调节。此外，皮凯蒂主要使用最高收入 10%、1% 甚至 0.1% 的收

入份额的变化来描述收入不平等的演变动态，库兹涅茨则综合使用了收入最高 20%、5% 以及收入

较低 20%、40%、60%、85% 等收入份额指标，由于采用的是不同的计算指标，皮凯蒂和库兹涅茨对

不平等动态的解释和预测并不一定完全对立（岳希明、蔡萌，2016），而且皮凯蒂和赛斯对美国 20 世

纪初到 20 世纪中期这一特定时期的数据分析结果与库兹涅茨的发现是一致的（Piketty & Saez，
2003）。皮凯蒂和马克思观点的差异则源于在分析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与方法上的不同，马克思采用

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先从商品、价值、货币等抽象的范畴开始分析，逐步深入到资本、剩余价值、

利润率等更加具体的范畴，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不断积累和集中的过程，阐述了利润率

必然下降的内在机制。皮凯蒂则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的长期历史数据来探究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通

过数据估计和推断得到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历史规律。在对资本的定义上，皮凯蒂将资本

视为市场上可交易的非人力资产，相比之下，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资本家

用于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此外，有学者指出，马克思预言利润率下降是针对社

会平均利润率而言的，单个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追求高利润率，利润率下降将促使资

本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利用廉价劳动力等资源来抵消利润率下降的压力，这与皮凯蒂高资本收益率

的观点并不矛盾，反而正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促使资本家追求更高的利润率（鲁品越，2015）。

皮凯蒂等人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在一定条件下，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意味着国民收入中

资本份额上升而劳动份额下降。这看似与索洛模型和卡尔多描述的关于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等传

统理论相悖。索洛模型认为，在资本存量达到稳态时，劳动和资本的报酬份额是稳定的（Solow，

1956）；而卡尔多基于 20 世纪中期前后的观察发现，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工资和利润的分配份额相当

稳定（Kaldor，1961）。然而，索洛模型描述的是一种理想化的静态均衡状态，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

长率则是基于大量历史数据对不平等动态变化趋势的分析得到的结果，是对不平等、劳动份额和资

本份额动态变化的解释和未来动态变化的预测，两者并不一定矛盾，皮凯蒂正是基于发达国家的历

史数据，发现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以来相对稳定维持在 2/3~3/4，才推断出 g 可以代表大多数工人的

工资增长率。在此情况下，r>g 时，才意味着资本份额上升而劳动份额下降。卡尔多事实描述的是

战后黄金三十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则考察了更长的历

史时期，并且对欧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日本等亚洲国家以及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分别进

行分析，指出在某些时期和地区的资本份额上升和劳动份额下降，从而对卡尔多事实的普适性提出

了挑战，由于考察时间跨度和现实背景不同，他们并不一定相互否定，反而可以将皮凯蒂的理论看作

对卡尔多事实的修正和细化。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如前文所述，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是皮凯

蒂根据历史数据所做出的估计和推断，而非一成不变的定律。资本遭受冲击、调节劳资关系的公共

政策都有可能改变这一状况。不过皮凯蒂预测，如果 21 世纪不采取相应措施，那么资本收益率高于

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会持续下去。

五、不平等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推广

在 20 世纪，不平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顶层以下的不平等而非顶层的不平等，皮凯蒂、赛斯和祖

克曼对分析税务数据和对顶层收入份额的深度研究，深刻影响了收入分配研究的方向。他们引入分

配式国民账户（DINA）概念，旨在将几乎全部的国民收入分配给不同收入百分比的群体，以便更准确

地估算税前和税后的不平等程度，并推动这种方法在不平等研究领域的应用。在探讨逃税和避税对

经济影响的研究中，祖克曼还特别强调了逃税和避税因素在准确评估不平等时的重要性。

（一）聚焦最高收入份额的研究

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通过研究最高收入和财富份额（前 10%、1%、0.1%）优化了分析不平等的

方法，尽管这可能是由于受到研究目标和数据可用性的限制，比如，住户调查数据直到二战后才普

及，不足以支撑长期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趋势分析；并且，税收数据存在主要反映顶层收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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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底层大多数人口的信息，以及纳税人可能少报收入、富裕阶层过去可能享有税收优惠从而导致

纳税最多的人群并不完全代表最富有群体等问题，但三人的方法仍然提供了对最高收入份额相对合

理的估计，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顶层富裕群体及其收入情况。皮凯蒂认为传统的不平等指数（如基尼

系数）不能充分揭示不平等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机制，最高收入份额的变化与所分析的收入层级密

切相关，研究高收入份额不仅能提供关于收入来源和不平等趋势的更多信息，并且对公共政策设计

至关重要，正是对顶层收入份额上升的担忧促使一些国家尝试通过提高最高边际税率等措施来应对

（Alvaredo， Atkinson，Piketty & Saez，2013；Piketty，2014）。最高收入群体占比虽小，但在总收入和

税收中占比大，经济增长率和不平等指标都对排除或包括最高收入者非常敏感。近几十年来，美国

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主要由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和收入增长所驱动（Atkinson， Piketty & Saez，2011；
Alvaredo， Atkinson，Piketty & Saez，2013）。对最高收入份额进行长期研究还为理解 20 世纪收入不

平等的演变提供了独特视角（Piketty & Saez，2003）。以法国为例，在最富有的 10% 人口的财富中，

房产的重要性随着财富层级上升急剧下降，在最高 1% 人口的财富中，金融和商业资产的重要性明

显超过房产。此外，自 20 世纪初以来，最富有群体的收入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资本收入曾主导

最富有的 1% 人群，而今主要集中在顶层的 0.1% 人群中（Piketty，2014）。由此可见，财富不仅在最

富有的人群中集中，而且这种集中趋势在加剧，特别是，最顶层 0.1% 人群的财富集中现象更为明显，

这反映了社会的经济结构正在向更加不平等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二）分配式国民账户研究框架的推广

在分析宏观经济增长时常用的国民账户数据与研究收入不平等时常用的数据存在显著差异。

前者专注于宏观经济的总体规模，而后者关注的是个人或家庭层面的数据分布，两者往往不一致。

家庭调查和税收申报等传统数据集记录的收入与国民账户中记录的国民收入存在明显且持续增加

的差异，这种差距使得分析国民收入中不同收入群体的占比等问题变得复杂，也使得分析经济增长

成果在不同群体间的分配情况以及进行国际比较变得更加困难，增加了在一个统一框架内分析不平

等、经济增长和政府作用的难度（Piketty，2014；Saez，2017）。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认为，国民收入

（即个人或家庭获得的所有类型收入之和）为研究收入分配提供了必要的数据。住户部门的估计数

以不完整的方式反映了汇总统计中的收入，仅研究住户部门的收入分配而忽略了其他部门（如企业

和政府部门）的收入分配情况，因此是不完整和有缺陷的，而国民核算始终包含了汇总数据中的所有

国民收入（Piketty，2014）。国民核算中的收入和财富总量使得根据官方宏观经济增长率计算不同社

会群体的收入增长率成为可能，并可用于计算税前收入和税后收入以及特定子群体（如劳动年龄人

口或男性与女性）的不平等和增长情况（Saez & Zucman，2020）。库兹涅茨曾对国民收入及其分配的

研究表现出极大兴趣，并在此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随着战后微观调查数据的出现，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收入不平等分析与国民核算及经济增长的联系被削弱（Saez，2017）。

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提出了分配式国民账户的概念，分析经济增长成果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

的分配情况，从而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细致的视角，来审视当代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问题（Piketty，
Saez & Zucman，2018）。分配式国民账户采用共同的国民收入基础来分析不平等，通过综合税收数

据、调查数据、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及其他数据，并采用统一的原则和方法，全面和系统地估计每个国

家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状况，从而整合对增长和不平等的分析，并允许在各国之间进行有意义的

比较，架起了收入不平等与宏观经济研究的桥梁，极大地提高了不同时期和各国之间不平等的可比

性。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通过使用国民账户而非税收数据研究美国的不平等时发现，收入不平等

的 U 型演变轨迹不那么明显了，因为税收数据中仅包括作为股息支付的企业利润部分，而国民账户

的收入统计中包括了所有的企业利润（Piketty，Saez & Zucman，2018）。赛斯和祖克曼还使用国民分

配账户考察了美国收入分配中不同百分位的收入增长率，发现美国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在

1980-2018 年间为 1.4%，但底层近 90% 人口的收入增长率通常远低于此数字，底层 50% 的收入年

均增长率仅为 0.2%，进而指出使用宏观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来解释绝大多数人口的收入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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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非常具有误导性（Saez & Zucman，2020）。

（三）逃税对准确衡量不平等的影响

逃税问题在收入和财富分布的顶端尤为普遍，因为这些群体面临较高的边际税率，从而有更大

的动机通过各种手段减少税负。这些手段包括利用复杂的法律手段和金融中介来隐藏非劳动收入，

使得传统的税务审计方法难以发现这些避税行为。祖克曼及其合作者指出，美国使用的分层随机审

计法存在样本量太小、无法揭示通过法律手段和金融中介进行的复杂避税行为等问题，从而无法很

好地识别富人的避税行为，从全球来看，向离岸避税天堂转移收入和财富是富人的主要避税手段，但

由于税务合作的局限性，各国的税务机关很难捕捉到富人跨境银行账户和海外持有资产的信息

（Alstadsaeter，Johannesen & Zucman，2019）。通过离岸金融机构泄露的微观数据，祖克曼和赛斯估

计了避税天堂隐藏的财富规模，发现逃税行为随着持有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特别是在富人中高度集

中，排名前 0.01% 的家庭比排名前 1% 的家庭更有可能将资产隐藏在国外，前 0.01% 家庭中有 25%
的收入和财富逃避了纳税义务，而传统审计监测到的整个财富分配中的逃税率不到 5%（Zucman & 
Saez，2015）。祖克曼及其合作者进而强调了将逃税因素考虑在内对于准确衡量不平等的重要性。他

们指出，全球约有 8% 的财富流向避税天堂，其中约 50% 属于发达经济体中最富有 0.01% 的超级富

豪，为了更真实地反映财富分布的实际情况，必须将隐藏在避税天堂的财富纳入考虑（Alstadsaeter，
Johannesen & Zucman，2019）。

六、税收政策与不平等

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通过数据分析观察到，全球税收的累进性呈下降趋势，同时发现最高收入

群体的收入份额与最高边际税率的变动趋势相反。他们认为，累进税制对于控制不断增长的贫富差

距至关重要，因此提倡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税收体系。累进税制作为一种较为开明的减少社会不平

等的策略，有助于减少由市场和私有产权制度造成的贫富差异，尤其是防止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和财

产过度集中。在一个累进税体系中，劳动所得税、资本所得税、遗产税和财富税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发

挥相互补充的作用：首先，资本与劳动的收入界限常常模糊不清，遵循综合所得税原则应对资本收益

征税；其次，对亿万富翁而言，流动性的收入与消费常常难以界定，因此对他们征收累进财富税是合

理的；最后，基于公平原则，继承财富的税负应高于劳动收入和个人努力积累的财富，这意味着理想

税制应包括累进所得税、财富税及遗产税（Piketty，2014；Piketty，Saez & Zucman，2023）。赛斯和祖

克曼在分析美国税制的累进性时也强调，累进所得税可以确保高收入者缴更多税，而累进财富税可

以让超级富豪的税负与其实际纳税能力相符，公司税则确保利润不论分配与否均需纳税，实际上是

对富人征收的最低税收（Saez & Zucman，2019b）。

（一）最高边际所得税率与最高收入份额

皮凯蒂和阿特金森均发现，最高边际所得税率与最高收入份额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而长

期维持较高的所得税税率，并对遗产和赠与的财富转移征收重税，能有效遏制不平等（Piketty，2014；
Atkinson，2015）。从长期来看，最高收入份额提高最快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大幅下调最高边际所得税

税率的国家（Alvaredo， Atkinson，Piketty & Saez，2013）。20 世纪许多国家的最高所得税率经历了

“倒 U”型变化，二战后一段时间内的高税率导致了最高收入份额的降低。然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

起，很多国家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最高边际税率。世界顶层收入数据库中 18 个高收入国家的数据显

示，最高边际所得税率的下调与前 1% 收入份额的增加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美国最高所得税率

下降了 47 个百分点，同时最高 1% 的税前收入份额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西班牙和瑞士等

未进行显著税率减免的国家，其前 1% 收入份额几乎未见增长（Alvaredo， Atkinson，Piketty & Saez，
2013）。此外，税率下调还可能与高收入者行使议价能力相互作用：当最高边际税率极高时，高薪高

管的薪酬净收益较低，议价动机减弱；但随着最高边际税率降低，高薪高管获得的净收益增加，他们

开始更加积极地谈判以提高薪酬；在这种情况下，降低最高税率可能会以牺牲剩余 99% 群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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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价来提高最高 1% 的收入份额（Piketty，Saez & Stantcheva，2014）。赛斯和祖克曼指出，为确保

富人承担相应的税收份额，应实行更具累进性的所得税制，对高收入者征收更高税率，提升资本收益

税率，减少劳动与资本的税收差异，压缩富人避税空间（Saez & Zucman，2019b）。

（二）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

皮凯蒂在研究法国的不平等时就强调了累进所得税的作用。在他看来，法国战后巨额财富之所

以未能从战争的冲击中恢复而小额财富却恢复良好，主要就是由累进所得税的实施所导致的

（Piketty，2001，2003）。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作为 20 世纪财政制度的两大创新，针对超高收入

和财产征收累进税，是二战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控制收入和财富集中度的关键因素。法国对收入和

遗产征收的高额累进税是防止一战前夕的极端食利者社会复苏的重要手段（Piketty，2014）。然而，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所得税最高税率的降低和资本所得税收优惠政策等导致所得税累进性显著减

弱，成为超高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Piketty，2014）。美国的时间序列回归分析和跨国比较显示，降低

最高税率导致非生产性收入（通过谈判获得更高的薪酬）流向经理和高管，而提升最高边际税率能有

效降低收入不平等且并不会大幅影响生产活动（Piketty， Saez & Stantcheva，2014）。因此，皮凯蒂主

张提高最高收入者的边际所得税率，认为对高收入者实施超高甚至罚没边际税率是控制高收入增长

的必要措施，发达国家最优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可能超过 80%，而美国 1940-1980 年间最高边际税

率曾高达 90% 以上。（Piketty，2014）。遗产税在减少不平等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对较高遗产

征收更高税率，可以防止财富在几代人中无限累积和传递。财富转移（继承、赠与等）的决定性因素是

内部积累率（储蓄率乘以扣除税后的资本回报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差异，通过对财富征税可以缩小两

者的差异，削弱财富和资本在分配中的优势，从而提高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皮凯蒂和赛斯在最

优税收理论框架下指出，如果遗产高度集中，则遗产税的最优税率较高，通过对富裕家庭征收高税率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财富不平等（Piketty & Saez，2013a）。

（三）累进财富税

财富税是累进税制的关键要素，对于那些拥有巨额财富却缺乏应纳税收入的超级富豪尤为关键

（Saez & Zucman，2019a）。对于极富之人，其收入往往难以明确界定，而直接对资本征税是基于准确

评估其纳税能力征税的有效手段。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Piketty，2014）中提出征收全球累进资

本税的构想，即对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实施年度累进税制，税基涵盖所有类型的资产（包括不动产、金

融资产和商业资产等），针对最富有的群体可以对净资产（如福布斯或其他杂志公布的财富数额）进

行征税，而对其他人则以其金融和非金融资产总额减去负债后的数值作为应税财富。皮凯蒂指出，

全球累进资本税作为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的补充，主要目标不是为国家筹资，也不是为了取代

现有税制，而在于遏制财富不平等的持续加剧。赛斯和祖克曼在著作《不公正的胜利》（Saez & 
Zucman，2019b）中强调，累进财富税是确保富人和大公司缴纳应付税款的最有效税种，它是对家庭

净资产征税，且税率随财富增加而提高。净资产为金融和非金融资产总额减去债务。金融资产包括

固定收益债权（如支票账户或债券）、公司股权等，非金融资产则包括有形资产，如房产、车辆和艺术

品等。赛斯和祖克曼的累进财富税的设计与皮凯蒂的全球累进资本税方案非常接近。皮凯蒂将资

本等同于财富，因而全球累进资本税实质上就是一种全球累进财富税。由此可见，皮凯蒂、赛斯和祖

克曼均是财富税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

赛斯和祖克曼认为，激进的财富税将抑制财富的集中程度，减少超级富豪（亿万富翁）的数量。

他们估计，针对美国最富有 0.1% 家庭的财富税税基额介于 9 万亿~13 万亿美元之间，若自 1982 年起

实施适度财富税（10 亿美元以上的财富征收 3% 的边际税率），将使 2018 年美国最富有 400 人的财富

比例从约 3.5% 降至约 2%，更激进的税率（10 亿美元以上财富征收 10% 的边际税率）可将该比例进

一步降至 1% 左右（Saez & Zucman，2019a）。反对者提出了三个反对财富税的观点：财富税在欧洲

失败、财富税可能引发严重的逃税和避税问题、财富税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赛斯和祖克曼对

这些观点进行了反驳：首先，欧洲国家废除财富税是因为政策选择不当，应采取更高的免税门槛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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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对现金较少但拥有大量非流动性资产的家庭征税。其次，虽然欧洲国家在防止逃税方面表现不

佳，但《外国账户税收合规法案》的通过使美国能够更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并建议开征财富税的国

家要求金融机构向税务机关报告资产余额。最后，一个设计得当的财富税，特别是只针对最富有的

人群（大约前 10%）征收的财富税，对整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非常有限，即使财富税可能让一部分

目标人群减少投资或储蓄，影响资本的累积，这种影响也可能会被其他因素平衡掉。比如，其他群体

和政府储蓄的增加可以抵消资本存量的减少（Saez & Zucman，2019a）。

（四）国民所得税

祖克曼和赛斯还提出了国民所得税的概念（national income tax）。国民所得税是对所有收入征

收的税收，无论收入来自劳动还是资本，也不分经济部门，意在简化税制，降低管理成本，并确保税收

公正（Saez & Zucman，2019b）。国民所得税的主要特征包括：采用单一税率，避免复杂税率可能导致

的避税问题；不提供任何抵扣，所有收入都应完全纳税，旨在进一步简化税制；要求雇主对所有劳动

成本纳税，企业对所有利润纳税，以实现税收全面性，减少避税空间；不对储蓄提供税收减免，意味着

利息收入也需纳税，确保税收公平；国民所得税只对所有收入来源征一次税，由于已经对企业利润和

用于缴纳退休金的劳动收入等征过税，也就无须再对股息、退休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收入重复征税，从

而减轻了低收入群体负担。与诸如增值税等其他单一税种相比，国民所得税因不区分收入来源及用

途而显得更为公平。它对劳动和资本收入均征税，而非仅限于对消费征税，有助于税负更累进地分

配，从而有助于减少社会不平等（Saez & Zucman，2019b）。通过提出国民所得税的概念，赛斯和祖克

曼旨在探索并推进对现行税制的改革，以通过税收政策促进收入和财富的公平有效分配。

（五）国际合作和打击避税

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还一致认为，有效的税收政策需要依赖国际合作来抵制避税行为。避税

和逃税会使得任何提升税收公平性的尝试徒劳无功。因此，必须简化税制，减少税收减免和漏洞，让

税收体系更加简洁明了，降低税收遵从成本，强化税收征管力度，赋予税务机构更多资源，以打击避

税和逃税。赛斯和祖克曼指出，鉴于资本的跨境流动性很强，加强国际合作、对抗避税天堂、提升跨

国企业税务透明度、实施全球最低企业所得税率成为应对避税的关键（Saez & Zucman，2019b）。皮

凯蒂强调，缺乏国际协作时，资本持有者可能把资产转移到税负较轻的地区以逃避税收。因此，国际

合作对于确保资本税等相关税收政策的有效执行至关重要，对于理想的资本税而言，金融透明度（全

球资产所有权应清晰可见）和信息共享极为关键，全球累进资本税的有效实施要求极高甚至难以达

成的国际合作水平（Piketty，2014）。

七、总结与启示

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通过二十多年的学术探索，深入研究了长期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发展。

他们基于广泛的历史数据分析发现，财富与收入分配在历史脉络中呈现出的复杂变化与库兹涅茨的

“倒 U”型假说不符，揭示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解决不平等问题。他们的工作不仅揭露了新的事实，

也引发了人们对收入与财富分配、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深入讨论。他们强调，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加剧

的不平等主要由资本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率（r>g）推动，若不通过政策干预，不平等将持续扩大，并

提出重建累进税制和强化累进财富税等政策建议。此外，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数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

宝贵参考，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成了研究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重要资源。他们推广的分配式国民账户和

收入资本化技术等研究方法为探索不平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

皮凯蒂和祖克曼对我国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研究亦引人深思。我国在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收

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尽管底层人口在经济增长中也获益颇多，但与顶层富有群体相比，增

长的分配显然依旧不平等。要遏制不平等的恶化，仅靠经济增长是不够的，需要采取有效的政策介

入。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建议提高税制的累进性，而在我国的税收体系中，真正具有累进性的主要

是个人所得税，且个人所得税规模较小，不足以应对不平等的恶化。此外，我国关于不平等的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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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于基于住户调查数据的收入不平等研究，对财富分配的研究因数据限制而明显不足，未来可

探索借鉴分配式国民账户等方法进一步完善此方面的研究。

不可否认，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们主要关注最高收入和财富份额

的变化，因而对整体的收入和财富分布分析不够全面，这导致他们对社会保障等政策在缓解不平等问

题上的作用讨论不足。他们提出的全球累进资本税或累进财富税等方案虽然引发了广泛讨论，但真

正实施这些政策需要克服政治、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重重障碍。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也意识到了自身

研究的局限，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Piketty， 2014）中坦承全球资本税的实施难度，认为这是一个

理想化的提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官网也承认数据的不完整性。尽管如此，通过不断的研究和探

索，他们持续优化数据库，鼓励其他研究者为数据库的改进做出贡献，通过与各方的讨论不断验证累

进财富税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总体而言，他们在不平等研究领域的工作不仅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

学提供了新视角和方法，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用的建议，对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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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希明 张玄：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对不平等研究的贡献

Piketty, Saez and Zucman’s Contributions to Researches on Inequality

YUE Ximinga and ZHANG Xuɑ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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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Piketty， Saez and Zucman have profoundly impacted the field of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through 
their analyses of extensive historical data. They have jointly been named the 2023’s Citation Laureates in Economics for 
their research on income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by Clarivate， predicting that they may be win the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s in the future. Their influential studies on economic inequality have significantly advanced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is issue， providing extensive data support， profound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tangible impacts on 
economic policy-making. This paper aims to outline their main achievements in inequality research，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equality database， the analysis of long⁃term inequality trend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auses and 
mechanisms of inequality evolution， and the study of methods and strategies to address inequality issues.

The paper begins by introducing the backgrounds of Piketty， Saez and Zucman， and outlines their collaborative 
achievements in the long⁃term analyses of income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They have worked together for a long time on 
inequality issues and the impact of tax policie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using tax data to study inequality issues. They 
have developed a method that can distribute almost all types of national income across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They 
advocate for the imposition of a progressive global wealth tax to address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problem of wealth 
inequality.

Next， this paper details Piketty， Saez and Zucman’s achievements in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database on income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Relying on a wide range of historical data， Piketty， Saez and Zucman have created a detailed 
dataset covering multiple countries. By integrating national accounts， household surveys， tax records， and historical 
administrative data， they have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a long⁃term series of income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Applying 
uniform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ies， they have enabled meaningful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providing significant 
support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long⁃term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on a global scale.

This paper then summarizes Piketty， Saez and Zucman’s empirical research findings. Based on extensive historical 
data， they studied the long⁃term trends of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in most countries， finding that inequality usually 
follows a U⁃shaped curve， worsen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decreasing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n rising again after the 1980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inequality is mainly driven by the trend of capital return rates 
consistently exceeding economic growth rates. Their research challenges previous assumptions and provides new evidence 
on long⁃term inequality trends.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explores Piketty’s theoretical mode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income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es， he proposed three “fundamental laws” of 
capitalism， explaining the long⁃term trends of inequality and their impact on society. This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inequality under capitalism and formulating policies to curb the rise of inequality.

The paper continues to explore Piketty， Saez and Zucman’s innovative contributions in quantifying the top⁃income 
and wealth shares and developing the distributive national accounts framework. They focus on analyzing top income 
shares using tax data， providing a unique perspective that household surveys cannot offer. Their concept of “distributive 
national accounts” aims to distribute almost all national income across different income percentiles， changing the research 
landscape in this field.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Piketty， Saez and Zucman’s views on the role of tax policy in mitigating inequality issues. 
They note that the progressivity of global tax systems has gradually weakened， while the income proportion of high⁃income 
groups has been rising. They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implementing a progressive tax system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Final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limitations of the work of Piketty， Saez and Zucman， while emphasizing their 
profound and lasting impact on the field of inequality. They have fundamentally changed research methods and policy 
debates around inequality issues， advanc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inequality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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